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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的力量：毛泽东 “五评白皮书”

的政治修辞分析

王辰瑶

摘　要：研究毛泽东新闻作品的论文很多，绝大多数都将毛泽东的新闻作品视为新闻写作的典范，对

其进行传统修辞技巧的分析。其实，毛泽东新闻作品的意义不在于新闻写作本身，而是应将其视为政治领

袖通过公开媒体发声、进行广泛政治动员的话语实践。在媒体越来越重要的现代社会，这一话语类型理应

得到更大的重视。借鉴英国 “剑桥学派”代表人物昆廷·斯金纳的政治修辞理论，通过分析毛泽东 “五

评白皮书”的新闻评论文本，尝试总结出这一具有强大力量的系列新闻评论所采用的话语修辞方式。同时

也说明，对于毛泽东新闻作品的研究完全有可能转换范式，进入到更加广阔的政治传播的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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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６日是毛泽东同志诞辰１２０周年纪念日，这一日期前后，全国举行了各种形式的纪念

活动和会议，而新闻学界举办这样的纪念活动更别具一种情缘：毛泽东本人是中国第一个新闻教育和

学术组织———北大 “新闻学研究会”———的早期成员，他一生高度重视报刊实践，亲笔写下过相当多

的新闻报道和评论。正因此，新闻学研究者不免有一种隐含的自豪，而其可能造成的倾向是，将毛泽

东留下的新闻作品均珍视为新闻写作的典范和样本，要求新闻记者们学习。例如，在中国知网中以毛

泽东新闻作品为分析对象的论文有百余篇，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范文赏析性质的，也就是以传统修辞术

的方法来分析毛泽东新闻作品写作技巧，并要求或号召大家学习毛泽东的新闻写作艺术。但是，实事

求是地说，毛泽东的新闻写作方式真的可以被新闻记者们模仿借鉴吗？似乎它与新闻记者的职业写作

状态相隔甚远，即便记者可以在诸如 “笔力纵横意丰厚”、“挥毫落笔生云烟”等抽象层面上有所 “意

会”，但这毕竟不等同于讲求具体和可操作性的新闻实务指导。由此促发笔者反思的一个问题是：我们

对毛泽东新闻作品的分析是否可以走出新闻范文的局限，转换一下研究的思路？

如果我们转换一下思路，那就可以看到，研究毛泽东的新闻作品，意义并不在于新闻作品本身，或

者说我们不能简单地用新闻作品的既有框框去套毛泽东所写的消息和评论，因为这样做恰恰可能会忽

视毛泽东新闻写作最特殊的地方———这不是一般的新闻写作，而是领袖人物通过媒体所做的面向社会

的、最为公开的话语。这一公开的话语类型，与其说更具新闻职业的色彩，不如说更是一种精心准备

的政治行动，它是政治家面对公众所做的动员和劝服，是非常重要的权力实施过程。由于领袖人物的

身份，这类借由媒介平台发表的公开话语，本身就是一种独特而重要的话语类型———随着社会发展，政

治家越来越需要直接面对公众进行动员和说服，这一话语类型势必会得到高度的重视。将领袖人物借

助新闻媒体发表的公开话语视为一种独特的类型加以研究，目的不是总结新闻写作的技巧，而是要彰

显权力与话语的关联，让人们看到政治权力是如何借由话语而彰显、宣示的。这么做的意义在于，一

方面可以探讨政治人物公开话语表达的智慧，对政治权力如何能更好地在话语中落实和体现有所启发；

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公众理解政治权力与话语的关联运作，增强他们的政治素养和理性判断力。有鉴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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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本文舍弃传统的范文赏析框架，转而采用政治与话语的关联分析框架，试图探讨毛泽东是如何通

过新闻评论这样一种公开话语来进行社会劝服和动员的。

一、政治与修辞

研究政治与话语之关联，不能不提到修辞。在传统的文论中，修辞常被视为一种与 “文采”相关

的写作技巧，与立意、结构、角度等写作原则相比，修辞并不占据中心的位置。但是，在话语理论中，

修辞却非常重要，它连接着社会生活的核心层面———政治。因此，前者的修辞往往被称为传统的 “修

辞术”，而后者的修辞却连接着一个绵长而重要的学术传统——— “修辞学”。最早的修辞学就是在讨论

政治与修辞的关系中展开的。古希腊的思想家们就已经意识到了修辞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但他们

最初表达的是对修辞的担心。比如，苏格拉底看重的是私底下的、面对面的谈话，用精神助产士的方

法，在对话中刺激对话者反思自己的主张，柏拉图在 《申辩篇》中提到苏格拉底在演说开始时，称自

己口才笨拙只会说真话，不会 “流利地使用语言和精心修饰词句”。［１］所以修辞一开始在苏格拉底、柏

拉图那里就带有负面的色彩。这种将修辞等同于政治人物的能言巧辩，并常常与不诚实、试图操纵他

人等意义相连的思想可谓源远流长。其在近代的一个表现就是西方世界迄今仍然对 “宣传”一词避之

唯恐不及。但是亚里士多德反驳了这种观点，他的 《修辞学》一般被视为系统修辞理论的源头。他提

出了一个对后代政治理论影响颇大的观点，即真理仍需要修辞。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修辞主张被古罗马时期的思想家继承下来，西塞罗和昆提良丰富发展了这种思

想。比如西塞罗在其早期著作 《论修辞学的发明》中开门见山地指出：“智慧如果缺乏辩才很难有益于

公民全体，而没有智慧的雄辩往往显得过于花哨却毫无益处。”［２］西塞罗把雄辩的语言当作人类联合的

基础。总之，无论我们喜欢与否，政治与修辞都是密不可分的，在当今时代更是如此。既然希腊城邦

的小国寡民不可能再现，那么我们就不能回避政治与修辞的关联，与其抨击它或假装看不见，不如分

析理解，学习和反思。在直接将政治与修辞联系起来的现代研究者中，昆廷·斯金纳是非常重要的一

位。斯金纳是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 “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的贡献在于运用修辞的视角来研

究政治概念的变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斯金纳认为修辞发挥着实现政治说服、获得政治行为合法性

的功能。这种研究思路被有的学者称为 “斯金纳革命”［３］。在翻译到国内的斯金纳的著作 《霍布斯哲学

思想中的理性与修辞》一书里，斯金纳在第一个部分总结了政治修辞的几个技巧，比如激发情感、把

听众转换成观众、注重笑和讽刺、重新描述、使用比喻和借喻等［４］。但更重要的是，他提示了政治修

辞不可局限于孤立文本，必须从语境出发进行历史的分析，因此剑桥学派也被称为 “语境主义”的代

表［５］。本文从这个思路出发，以政治修辞的视角分析毛泽东新闻评论中非常有代表性的 “五评白皮

书”。

二、“五评白皮书”及其语境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新华通讯社编辑的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收入了毛泽东从１９２７年到 １９４９

年的２８篇新闻作品，而已收入 《毛选》１－４卷的还有２８篇。在这 ５６篇新闻作品中，１９４５年有 １０篇，

１９４８年１２篇，１９４９年一年就有２２篇。毛泽东这三次发表新闻作品的高峰，恰恰配合着中国革命的高

潮，这也说明毛泽东的新闻写作有强烈的政治目的，是为了 “紧密配合当时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形

势”。［６］其中，“五评白皮书”是 《毛泽东选集》第４卷中收入的最后５篇文章，都是毛泽东给新华社写

的评论，一向被视为是评议风格大气磅礴的典范之作。这 ５篇评论分别是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１９４９年８月１４日）、《别了，司徒雷登》（１９４９年８月１８日）、《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１９４９年８月

２８日）、《“友谊”，还是侵略？》（１９４９年８月３０日）和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１９４９年 ９月１６日）。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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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首先要问的是，毛泽东为什么要用如此大的力量在短短一个月内密集地批白皮书？白皮书是怎样

的文献？

这方面的历史研究已经相当多，总结起来就是：美国政府为了从支持蒋介石的政策转为 “脱身”

政策而发表了 《中美关系白皮书》，强烈批评蒋政府的腐败无能，强调美对蒋的失败无能为力且已经尽

到了责任。尽管白皮书大量批评蒋政权，但出于继续争取美援的需要，蒋政府的反应相当温和，反倒

是白皮书较少涉及的共产党方面反应强烈，不仅毛泽东通过新华社写了五评，党内外人士都纷纷撰文

抨击，形成一个高潮。［７］这里面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国内形势的发展，使得中共已经明确了对苏联的

“一边倒”政策，不再需要在苏美两大国的中间地带游走观望和权衡；［８］另一方面，白皮书站在西方立

场上对中共政权的性质颇多歪曲丑化，并且直接号召中国的 “民主个人主义者”与中共决裂。这对于

一向重 “名”的中国政治传统和注重意识形态的中国共产党来说，都是不能容忍的。在战局已定的情

况下，新政权要为自己的合法性正名的诉求不言而喻，而白皮书可以说正是一个送上门来的靶子。那

么毛泽东如何在评论中完成这一任务？

三、“五评白皮书”的政治修辞策略

（一）重新描述：从具体事实跃迁到抽象理论

毛泽东在 “五评白皮书”中采用了一个宏观的论述框架，一上来就从具体事实层面跃迁到了抽象

的理论层面，拒绝与 “白皮书”在数据、细节上争持，而对 “白皮书”所论述的这段历史采取了完全

的 “重新描述”的策略。例如，第一篇评论 《丢掉幻想　准备斗争》开宗明义就给美国国务院发表白

皮书的行为定了性，称 “这些文件的发表，反映了中国人民的胜利和帝国主义的失败，反映了整个帝

国主义世界制度的衰落。”［９］毛泽东在这里使用高度概括性的词 “中国人民”和 “帝国主义”，完全跳

出了 “白皮书”用４０９页正文和６４５页附件洋洋洒洒百万言罗织的无数琐细事件构成的框架，直接跃

迁到历史的 “本质”层面。毛泽东在 《丢掉幻想　准备斗争》中随后给国内战争下了明确的定义———

“这就是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的战争”。［９］（１４８４）全文论述以及此后四文的论证都

是在这样的宏观框架下展开，这实际上是将复杂的历史过程高度抽象为一个理论问题，即帝国主义为

什么失败和中国人民为什么会胜利。

（二）诉诸必然性：唯一的革命道路

在上述宏观框架下，整个中国近代史不是对一场战争接着另一场战争、一个历史事件接续另一个

历史事件的描述，而是高度抽象的两个集团及其代理人的对抗，这里面不存在历史的偶然性，只有理

论或者说路线斗争的必然性。因此，整个 “五评”都在阐述、论证以及反复强调毛泽东最初设定的问

题———帝国主义为什么失败和中国人民为什么会胜利。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只有掌握了先进思想武

器的中国共产党人才能带领人民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例如

在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毛泽东以设问的方式梳理了自辛亥革命以来的中国革命史：“辛亥革

命为什么没有成功，没有解决吃饭问题呢？是因为辛亥革命只推翻一个清朝政府，而没有推翻帝国主

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北伐战争为什么没有成功，没有解决吃饭问题呢？是因为蒋介石背叛

革命，投降帝国主义，成了压迫和剥削中国人的反革命首领”。那么哪一个政府解决了 “吃饭”这个大

众最容易感同身受也最能代表革命成果的问题呢？很显然，只有经过了土改的各解放区人民政府。毛

泽东自信地宣称，上海等处的失业问题即吃饭问题，“在人民政府下，只消几年功夫，就可以和华北、

东北等处一样完全地解决失业即吃饭的问题”。［１０］

（三）情感动员：自信与矮化对手

斯金纳称，政治行动者最有力的武器就是激发听众的情感。［１１］那如何有效地进行情感动员呢？不同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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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修辞学家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例如安托尼努斯认为情感动员首要的是安抚和赢得听众注意，而西塞

罗和昆提良则强调应该唤起一种 “更猛烈、更狂暴的情感”。［４］（１２５）毛泽东在 “五评白皮书”中采用的情

感动员方式既非安抚，也非煽情，而是在自信和矮化对手的对比叙述中完成的。比如在 《别了，司徒

雷登》这篇堪称 “五评”最著名的文章里，毛泽东用漫画笔法描述了一个 “大使老爷”形象的司徒雷

登——— “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

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 ‘茕茕孑立，形影相?’，没有

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１２］司徒雷登出生于中国，在中国生活了５０年，死后还把骨灰葬在中

国。这样一位与中国关系紧密的人物，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却几乎只留下了一个夹起皮包走路的漫画形

象，这里面不能不看到话语建构的力量。如果不从历史事实的角度去评价的话，应该看到毛泽东在这

里采用漫画式笔法并非仅仅为了讽刺挖苦某一个人，而是要通过矮化对手的修辞策略将对手放置在一

个可以 “藐视”而非 “如临大敌”的位置上，在人们的奚笑中化解掉强大对手的压力。正如斯金纳引

用的古罗马修辞学家昆提良的话，“笑声是削弱我们对手力量的一种特别有力的手段”。［４］（２０９）运用幽默

的描写、比喻、反语来激起笑声和蔑视，在毛泽东的文章中是很常见的，比如他在 １９４６年会见美国记

者安娜·斯特朗时所下的著名论断：“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１３］由此甚至还新造了一个英语世界中

的流行词———Ｐａｐｅｒ－Ｔｉｇｅｒ。

与矮化对方相对应的，则是对自我的自信叙述。无论是 《别了，司徒雷登》里 “多少一点困难怕

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１２］（１４９６）还

是在 《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中 “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是 ‘极权政府’的话，也有一半是说得对

的。”［１４］类似这样的语句都流露出强烈的自信。所谓自信不是虚矫自傲，前者承认困难并认为自己能克

服困难，后者则不否认困难存在的事实；前者不在意谩骂，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道路，后者则对一切

负面评价都极其敏感。

（四）教而化之：说服与认同

说服是修辞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研究者甚至认为，修辞以 “说服”为目的。［１５］如何说服听者？修

辞学理论认为应该让受话者对说话者产生 “认同”的感觉。美国修辞学大师肯尼斯·伯克就此提出了

三种认同策略：同情式认同，对立式认同和虚假认同。其中同情式认同是说话者旨在让受话者从情感

上认同自己，认为大家都是一样的，是 “自己人”；对立式认同是通过制造一个共同的敌人而使听众凝

聚起来，“同仇敌忾”；虚假认同则是使听众在无意识中与说话者达到认同，比如，女性在看到由气质

高贵的张曼玉代言的广告时，容易 “误同”自己用了广告中的化妆品后，也会变得像张曼玉一样高贵

优雅。［１６］但是毛泽东在 “五评白皮书”中采用的认同策略不同于上述任何一种，而是更基于中国传统

色彩的 “教化”认同。且看他在 《别了，司徒雷登》中连续使用的段落：“那些认为 ‘不要国际援助

也可以胜利’的中国人听着，艾奇逊在给你们上课了……”、“那些近视的思想糊涂的自由主义或民主

个人主义的中国人听着，艾奇逊在给你们上课了……”。［１２］（１４９４，１４９５）这些论述均是针对那些 “白皮书”中

所冀望的 “民主个人主义者”，论述的目的是批评、教育、改造。因此，它既不是站在同一面的迎合、

拉拢，也不是站在对立面的排斥、鞭挞，而是针对可以团结与改造好的对象的 “教而化之”，这种修辞

策略对于熟悉毛泽东整风运动理论和思想改造话语的人们来说，应当也是毫不陌生的。

四、结　　语

总之，“五评白皮书”是政治领袖在特定时刻为了完成特定目标而进行的一次公开话语行动。从

“五评白皮书”产生的语境和需要完成的目标来看，毛泽东的政治话语充分彰显了力量，收到了极强的

政治效果，而这一切都离不开他作为一名政治家高超的话语掌控能力和对修辞策略的娴熟运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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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评白皮书”中，毛泽东首先采用了 “重新描述”的策略，将 “白皮书”用百万言详述的历史事件

和细节转换为高度概括的理论问题，并在 “中国人民”和 “帝国主义”的二元对立中建立起唯一革命

道路的叙述逻辑，以此完成对中国革命道路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政权合法性的正名工作。此外，

毛泽东在 “五评白皮书”中还精彩地运用漫画笔法和幽默的力量，激起笑声和蔑视，矮化对手，增强

自信，并且针对需要教育和争取的对象采用了既批评又团结的教化策略。可见，“五评白皮书”体现出

的话语力量，来自政治行动者对政治话语发出语境与任务的明确以及在不同情景下灵活运用修辞策略

的能力。

正如上文所说，政治领袖的这类公开话语，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话语类型，研究者完全可以突破现

有分析框架的局限，采用更加开阔的研究视角，从多个角度解读其话语形式、语境和策略，这样才能

达到对话语与权力关系的深层理解，并对现实的政治运作和社会认知提供必要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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